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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通过描写“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劫后生活折射美国全民
族的创伤；并通过揭示恐怖的根源来提醒人们，人类正处于伦理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人类应积极应对危机、回归善的本

性、确立正确的信仰，才能从坠落之地走向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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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刻画“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的文学作品中，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１９３６－）
的小说《坠落的人》（ＦａｌｌｉｎｇＭａｎ，２００７，以下简称《坠》）脱颖而出、被力捧为“‘９·１１’小说定义之作”，
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仅因为“９·１１”事件在时空上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记忆来说离得太近，
使得恰当呈现它异常困难；更是因为这部小说突破了普通意义上的创伤叙事，“将看似混乱的不同人物

的记忆碎片记录下来，再加以汇集，呈现出多重叙事声音”［１］，创设了多义性的解读空间。有研究者认

为，小说一方面“通过对痛苦和记忆恢复的描述，寻求对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的事件的理解，从而把它们化
作共有的记忆来开始疗伤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渐渐投射到读者身上的认识上的混乱、不安全

感以及‘９·１１’之后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２］４１；有的研究发现了该小说的“反叙事”特征，认为它“以巧
妙的方式，从根本上反击了‘９·１１’之后由媒体和布什政府所创设和散布的主导叙事的保守倾向”［３］７３，
“即放下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包括世贸中心幸存者和

劫机犯）以言说和悲悼的权利”［４］。笔者认为，作为一部以“９·１１”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坠》必然要见
证历史、表征创伤；然而它更多地关注人类的生存危机，试图唤起读者对人类心理和精神“坠落”的根源

及其解救之路的思考。本文尝试从作品的两条叙事线索和三个标题人物出发，从坠落，即“９·１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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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创伤及其背后的伦理和信仰危机，与救赎的层面解读该小说的深刻主题。

１　坠落：个体之痛、民族之殇
《坠》的叙事主线描写在世贸塔楼工作的基思（Ｋｅｉｔｈ）在“９·１１”袭击当日死里逃生，鬼使神差地来

到了分居多时的妻子丽昂（Ｌｉａｎｎｅ）的住处，开始了惊魂后的家庭生活。阻碍基思创伤恢复的是在其心
中挥之不去的“白色衬衣，一只手朝上，往下坠落”的身影，这也构成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坠落”的意

象。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９·１１”浩劫中死去的人已然坠落，活着的人“有的正在心理上坠落；其他的
人在慢慢死去”［５］１３５。小说通过这样一种触目惊心的呈现，提醒人们全球恐怖已经威胁到普通民众的身

心健康，使人的心理和精神处于“坠落”的边缘。

亲历“９·１１”的基思身体渐渐康复，却始终不能从创伤的阴影中自拔，一直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
间。恰如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的研究显示，创伤病患者在醒着的时候不会经常回忆他们所遭遇过
的事故，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去想这些事；而在梦中，患者反复地梦见他所遭遇过的事故情境［６］１０－１１。

基思总是回避与妻子谈及袭击事件，然而他的“正常人”的伪装压制不了他通过诉说来排解压力的疗伤

期盼。终于，他以归还公文包的名义寻找到袭击当日同在现场的弗洛伦斯（Ｆｌｏｒｅｎｃｅ），在共同回忆当时
的情景时与她发生了一段婚外情。“他们相互获得性爱的愉悦，然而这并不是让他回到那里的原因。

吸引他的是盘旋而下、没有时间限制的持久飘荡过程中共同了解的东西。”［７］１４７虽然他觉得应该负责地

对待生活，然而他的“强制性重复”的创伤症①使他一次次重返弗洛伦斯那里，重温当时的一幕幕。他的

创伤症还迫使他把远离家人、经常飞往赌场赌博作为生活的常态。他也想回归家庭，然而“在玩牌的时

候，他脑海里通常不会无意中闪现出历史，闪现出回忆”［７］２４５，而一回到现实，他就会“以导致幽闭恐怖

症的方式重复那些东西：浓烟、重叠的尸体”［７］９７。

基思的难以愈合的创伤给欲将其拉回正常生活的丽昂带来了深深的痛。丈夫一度酗酒的行为和疯

狂的举止令她难堪、莫名其妙地猛踹房门让她不寒而栗。“９·１１”事件的创伤又勾起了她对父亲自杀
的旧的创伤的重新体验。她因此更加勤奋地带领有老年痴呆倾向的写作班的老人用写作的方式“诉

说”以缓解痛苦。然而，每当她头脑中浮现出丈夫绝望的表情、阅读报上的“９·１１”死者简历、观看不断
重复的飞机撞楼影像时，她就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当袭击发生时，上帝在什么地方？”［７］６４她从怀疑上

帝到怀疑母亲的情人是恐怖分子、怀疑楼道放音乐的女人故意制造恐慌，因此深陷疑惑和不安之中。

卡鲁斯（ＣａｔｈｙＣａｒｕｔｈ）认为，“一个人自己的创伤与他人的创伤紧密相连”，而“通过倾听他人的伤
痛，很可能令你震惊的是，他人的创伤会引起你自己的创伤”［８］８。基思的家人在感受基思的创伤和了解

无数受害者的创伤的过程中，自己也经受着伤痛：丈夫经历恐怖后萎靡不振、妻子在孤独和惶恐中度日、

本该享受美好童年的儿子拿着望远镜对着天空、等待撞楼飞机再次出现、孩子外婆因在对待恐怖事件的

立场上与相伴多年的情人产生分歧郁郁寡欢而病亡。“这就是‘９·１１’之后的日子；几年已经过去，成
千上万的人仍被梦魇困扰；被困的人、被压的肢体……无助的梦。”［７］２５１基思一家在“９·１１”后的情感离
合及创伤经历，如同其他无数亲历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家庭一样，折射出了美国全民族的伤痛：随着世贸

双塔坠落的，除了因惊慌和无奈而从塔楼上坠落的人，还有那些亲历和目睹“坠落”的人；随着坚不可摧

的帝国大厦的倾覆，超级大国的自尊和骄傲也随之坠落。

２　坠落：人类的相互倾轧
《坠》以基思一家为叙事主线，而其３个章节的标题名却是主人公之外的３个陌生的人名，这引起

了读者对这些人名所代表的人物的关注：恐怖头目本·拉登（ＢｉｎＬａｄｅｎ）、丽昂母亲的情人马丁（Ｍａｒ
ｔｉｎ）以及化名为“坠落的人”的行为艺术家。如果说本·拉登是“９·１１”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而“坠落

４３

① 弗洛伊德研究认为，创伤患者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从以前的这些非但未产生愉快、反而引起不愉快的活动体验中汲取任何教

训，而是在某种强迫原则的逼迫下，身不由己地再三重复这些活动。详见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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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则通过行为艺术重现“坠落”情景，那么马丁这个与“坠落”毫无牵连的旁观者也被给与了标题人

物的显著地位，似乎令人费解。事实上，德里罗正是通过马丁来引出对恐怖问题的探讨。

在与丽昂母亲妮娜（Ｎｉｎａ）讨论恐怖袭击的原因时，欧洲人的身份使马丁得以站在美国人和伊斯兰
人之外的立场。他认为这次事件是“一个干涉别国内政、出兵占领别国领土的大国”［７］４９自己酿成的恶

果。而美国人妮娜对马丁的言论异常愤怒，她认为驱使恐怖分子制造恐怖袭击的原因，完全出自伊斯兰

国家对自己落后现状的恐慌，“那些社会崩溃的原因并非在于西方国家的干涉。在于它们自身的历史、

它们人民的心态”，“他们自己失败了，却责怪我们”［７］５０。在两人针锋相对的观点中有一点却是一致的，

即“恐慌”是造成一切的根由。不过区别于妮娜认为伊斯兰人“恐慌是因为自己落后于人”的观点，马丁

则认为“恐慌”是因为“这个世界罹患疾病”［７］４９。那么这种“疾病”究竟指什么呢？

在西方伦理中，从希腊哲学家所共持的“每一个灵魂都以善为目的”［９］１６７、到基督教的仁爱伦理、直

到海德格尔的“善高于存在”［９］１５８，无不推崇友善宽厚的为人处世之道。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早

已处于病态的伦理之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思被喧嚣的后现代文化曲解成“我叫喊，故我存

在”［１０］１７８，人们倾向于不择手段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伦理学命题，

也被通过“自由选择”而成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和防范“他者”的依据。这是对人类伦理的践踏，

也是造成人们心理恐慌的原因。

这种伦理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观念的“异己”或“他者”之

间的相互对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范围的混乱与恐慌，“９·１１”事件就是对此最真实、最令人心痛的
背书。在《坠》中，马丁对此事件的分析道出了超级大国美国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相互敌视、打击、

报复的事实：伊斯兰人只是“希望在世界上有一块安身之地”［７］１２４，却屡屡受到排挤和压制；伊斯兰国家

因此形成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视，“反西方”被“反映在穆斯林正统和家庭观念中，已成为抗拒邪恶

西方的放纵和消费文化的标志”［１１］。结果正如马丁所说，双子塔楼作为财富和权力的幻象被修建起来，

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因此成为了毁灭的幻象［７］１２４。由于马丁发表了不符合美国主流媒体所宣扬的

爱国主义精神的言论，伤害了妮娜的感情，更受到丽昂的怀疑：“也许他是恐怖分子，然而他是我们中的

一员。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７］２１３丽昂的恐慌其实也是美国人以自我为中心、把不同意识形态者视

为“他者”而加以防范的心态的反映。此外，妮娜在反驳马丁时对于伊斯兰国家落后状况的高高在上的

责难，与其说是美国把实际利益冲突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进行宣传的结果，不如说更体现了人性的堕

落———“认为邻人的痛苦是合理的，这必然是一切不道德的源泉”［１２］１６３，也是生活在缺失平等与友爱的

世界里的人类恐慌的根源。

３　坠落：身不由己的决绝
就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而言，人类的伦理危机也折射出其严重的信仰危机。“爱人如己”是西方基督

教提出的一个伦理学命题，而人类对“他者”的排斥显示出这一伦理思想正随着“上帝之死”而遭到摒

弃。文明的进步使得中世纪以来以“上帝”为其基本原则和价值的整个西方社会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

式彻底瓦解［１３］１７，西方人在宗教文化中所形成的信仰的根基也随之动摇，陷入精神的迷惘之中。同样，

信仰危机也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疾患。正如英国神学家纽比金（ＬｅｓｓｌｉｅＮｅｗ
ｂｉｇｉｎ）在阔别祖国传道近３０年后回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失去了盼望”［１４］１０，这种对信仰失去信心的
情绪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坠》的第二条叙事线索———虚构的劫机者哈马德（Ｈａｍｍａｄ）的“坠落”，正
是人类信仰危机的生动写照。

哈马德并不是坚定的“圣战者”，甚至不清楚为何要劫机撞楼。直到“圣战”前夕，他仍在寻求答案：

“是否一个人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件事情？”［７］１８９他牺牲自己以达成的“某件事情”

似乎正是他的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信仰”。他在马里恩斯特拉斯参加导师阿米尔（Ａｍｉｒ）的讨论会、和伊
斯兰教徒们一起观看“圣战”录像，接受着诸如“西方人心灵和肉体都堕落了，执意要把伊斯兰国家变为

供鸟啄食的面包屑”［７］８５等言论的熏陶。很显然，他被以宗教信仰的名义而灌输了某种对“异己”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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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恰巧身材魁梧、行动笨拙的他“一直觉得他的身体里承载着某种无名能量”［７］８５，因此就决定接受

“圣战”培训来释放。

在诺克米斯接受飞行训练时，他自认为理解了伊斯兰教：“顺手捡起一块石头，用手握住它，这就是

伊斯兰教”［７］１８６；而他决定参加圣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流血”和“牺牲自己”，因为“死亡比生命更强

大”［７］１８６；当他被告知圣战“目标是杀死美国人”、而他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时，他信以为真；当阿

米尔彻底脱去了宗教领袖的伪装、整天策划恐怖袭击的时候，哈马德已经浑然不觉，因为他正忙于训练

自己完成“最高层次的圣战”［７］１８９；当他担心会伤及无辜时，阿米尔的荒唐回答“除了死亡这个事实之

外，那些将要死去的人没有生命的权力”却使他觉得“听起来像是哲学”［７］１９２。于是他坚定了自己的“信

仰”：“我们只死一次，一举成名。”［７］１９２

哈德逊走廊是他走向“坠落”的最后一站。他在监视舱内执行任务时，身上流血的伤口使他感到疼

痛；而令他更加痛苦的是，在此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似乎已经有所觉悟———他想到自己竟然和阿拉伯河战

场上的那些什叶派娃娃兵一样，被当作“没有生命权利”的、用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此时的他却

已身不由己，只能背诵神圣的文字向这个世界诀别：“在即将到来的几秒钟时间里，你生活中的所有罪

孽全都得到宽恕……你一直希望牺牲……这将得以实现。”［７］２６１这便是他最后的信仰。

至此，哈马德自愿加入恐怖组织、“以身殉教”的原因已彻底明朗：正是对自己的信仰的无知以及由

此所造成的迷惘，致使他逐步被人利用、最终稀里糊涂地踏上了“坠落”之路。事实上，他所信仰的“圣

战”被曲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圣战并非以死亡为其最高境界，而是“一个内在的过程，一种为了接近上帝

而在自己内心进行的严苛的精神斗争”［１５］。而任何宗教的上帝都绝不会教导人去通过牺牲自己、伤害

别人来达到自己灵魂的升华。恐怖头目和少数极端分子正是利用普通民众的无知，以宗教信仰的名义

煽动起他们对需要打击的对象的仇视，致使他们成为政治及其他斗争的牺牲品。盲目信仰的哈马德因

而被推上了导致毁灭的飞机，和被撞的塔楼以及塔楼上绝望的人们一同坠落。

４　救赎：浴火重生复乐园
作为一个严肃作家，德里罗坚持认为艺术家应该担当重任，打破当代社会以恐怖、集权政治、消费文

化等占据叙事中心的格局。在“９·１１”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撰文谴责恐怖分子的恶行、反思事件的后
果，并指出目前“世界叙事属于恐怖分子”，而我们的责任则是积极创造“反叙事”［１６］；在《坠》这部酝酿

多年的小说中，第三个标题人物———“坠落的人”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艺术家不惜牺牲自己、竭力与恐

怖叙事抗争的决心。小说中“坠落的人”的直面创伤、悲剧发生前后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爱与扶持、以及

在小说结尾处丽昂的重获新生，都似乎在昭示人类从“坠落”走向自我救赎的可能。

“９·１１”之后，人们会在纽约市的不同场所偶遇“坠落的人”表演世贸双塔上陷入火海摔下去或被
迫跳下去的人的坠落情景。对此，有的人表示愤慨，有的人嘲笑他是“傻瓜”，警察也不止一次将他抓

走。人们弄不清他“坠落”的用意何在。他没有关系亲密的人在袭击中丧生，似乎不需要藉此方式哀

悼；他的每次表演并未事先通知，似乎无意引起公众注意；他谢绝了在各种知名场所和机构表演和发表

演讲的邀请，这似乎也可以排除任何商业目的。那么，他这种表演究竟缘于何种目的？是谴责恐怖分子

的暴行，还是想告诉人们生命的脆弱、相互关爱的重要？也许想通过自己直面现实的举动来唤醒无数像

基思一样醉生梦死、逃避现实的人？德里罗让“坠落的人”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也许，“他是一位坠

落的天使”［７］２４２，如同代替人类受难的耶稣，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他义无反顾地“坠落”，正是出自一

种信仰，一种人类定能鼓足勇气、实现自我救赎的信仰。

在小说中，德里罗还调动了很多积极的因素，使读者在体会到人类的伦理和信仰危机的同时，也看

到了人性的光芒和人类“复乐园”的希望。在“９·１１”灾难发生时，基思首先想到的是朋友鲁姆齐
（Ｒｕｍｓｅｙ）的安危；人们在逃离灾难现场时相互搀扶、鼓励，保持着人类的尊严：“有的哭喊着，有的被烧
伤了，但是，大多数人保持着镇定。有一个妇女坐在轮椅上，他们抬着她，人们让开道路，在楼梯上形成

了一个单列”［７］５９；更有奋不顾身的消防员和塔楼维修员“冲上楼梯，冲入浓烟之中”［７］５９。灾难的发生

６３



第１８卷 李震红：《坠落的人》中的坠落与救赎

不仅考验着人性，也呼唤着亲情、友情的回归：十几年没有联系的前妻给前夫打来问候电话、离家多时的

丈夫基思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手提包的失而复得使弗洛伦斯多了份活下去的勇气。灾难中仍存留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友情，彰显着人伦的复兴、预示着人类浴火重生的希望。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德里罗在塑造基思这个长久沉沦的创伤患者的同时，也赋予其妻子以信仰

的力量。丽昂也曾因父亲的自杀、丈夫的萎靡而饱受折磨，然而与丈夫的游戏人生相反，她通过积极地

工作、生活以及积极地反省而重获了信仰。正是由于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才使她带着儿子加入到反战

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也正是通过在教堂里的沉思，使她找回了自我：“她准备独自生活下去，以可靠的镇

定态度独自生活下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

去。”［７］２５８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德里罗让丽昂走出创伤阴影，表现出人类在灾难之后走出阴霾、面对新

生活的信心。

５　结语
《坠》成功刻画了“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及其家人的劫后生活，并在对人类创伤的反思中

探讨人类所面临的伦理危机和信仰危机、寻求从坠落之地走向自我救赎之路。小说在叙事中模糊了事

实与虚构的界限，将不为人知的“沉默的大多数”搬到台前，使作品具有了作者所倡导的“反叙事”的功

能，传达了作者净化人类精神家园的艺术家的担当和理想。小说凸显家庭、亲情和友情的意义，似在说

明人类只有努力回归其本质的“善”才是摆脱“坠落”的良方；此外，一个人正确而坚定的信仰，也是助其

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小说中女主人公因积极的生活态度得以坚定信仰而重生，也预示着美国整

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必定能从坠落中振作起来，恢复美好家园，完成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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